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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发展史上，人类经历了三种选择，即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和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人类文明始

于自然选择。类人猿获得了人的形式。伦理选择形成了人的本质，科学选择

旨在以技术解决人的科学化问题。1 文学从起源上说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标

志，它将伦理观念具化为文本，并建立社会的伦理秩序。2 伦理价值即是文学

的基本价值。3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叙事展现了人求善逐恶的伦理观念，以

及社会的伦理禁忌。J. M. 库切（J. M. Coetzee）正是一位频繁在小说中展现伦

理困境，思考人物如何做出伦理选择的作家。他出身于南非，追求共情与平

等的道德伦理，但对可能会压迫个体的思想保持警惕。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

对自己故乡的审视与回归，再现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与思想体系对人们造成

的肉体伤害和精神影响，试图探求修复人与人关系纽带的可能性，却对可能

的“救赎”保持距离。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流散者，库切不断地思考自我在

历史上的角色和责任，以及自我对于弱势他者的义务，因此伦理选择成为了

他小说的重要内容。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对库切小说内容的伦理阐发，探究后

殖民文学的伦理转向在其作品中的呈现。4 但是，它们未揭示出库切小说具有

的伦理未决性特征，及其在库切进行文学表达时的重要作用。库切并没有在

堕落—救赎的框架下思考。在人物遭遇精神危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伦理解决

上，库切让人物的选择延宕，使伦理未决成为了一种文学正义。

一、库切之“耻”

读者可以从库切作品中发现他对于“耻”的重视。在《铁器时代》（Age 

1  参见 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外国文学研究》6（2022）：16。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3.
3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

4（2014）：13。
4  参见 史菊鸿：“从苏珊的‘实体’问题看库切的主体观”，《外国文学评论》4（2016）：
215-228；金怀梅：“库切作品中的素食伦理意蕴”，《外国文学研究》2（2020）：110-
120；蒋晖：“‘耻’的哀悼：大屠杀叙事与后殖民写作的伦理转向——从《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说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1）：74-83；
姜小卫：“沉默与言说：库切小说《福》与后殖民批判”，《外国语文》2（2016）38-
45；王妮、向天渊：“库切小说中的‘属下’形象——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一种阐释”，《当

代外国文学》3（2017）：149-156；张德明：“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当

代外国文学》4（2010）：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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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ron, 1990）和《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中，主人

公频繁地以“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将其视作人在特定时代下重要的精神

状态。1999 年，库切出版小说《耻》（Disgrace），展现了后种族隔离时期

南非白人寻求伦理和解的困境。

分辨善恶的能力使人不同于动物，这即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进行的伦

理选择。1 库切也是如此，他身上的人性因子压倒了兽性因子，2 南非白人身

份使他生来就背负着“耻”。他既反对布尔人的种族隔离政策，也难以将自

己视为非白人群体的代言人。无论自己是否参与种族压迫，是否认同布尔文

化，面对严密的国家机器，身为南非白人就意味着带有共谋性地参与了种族

隔离。因此，库切的早期小说一直思考作为殖民者后代该如何面对身份带给

他的“耻”。不过，库切没有抛弃他的“耻”，而是形成了另一种自我认识

的路径。他要在写作中拥抱 “耻”，表达对自己出身的愤怒。同样，“耻”让

他的存在变得延宕。库切在其小说里的隐现不是为了形塑全新的自己，而是

延续由“耻”所导致的存在焦虑。

库切的 “ 耻 ” 是从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和文学传统中生发出变形后的

罪感。法律是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标准之一。然而，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

非，非人道的行为和种族主义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面对他者苦难、法律

不公，库切持守作家与生俱来的道德使命。他一方面关注他者的苦难，另一

方面也从自己不光彩地参与到种族隔离这一事实中深切体认到“耻”。罪感

文化植根于基督教。“耻”则是在神被祛魅的时代下，身处畸形的法律环境

和道德环境中的个人面对不公而去审判自身的动力与依据。整体的道德沉沦

和沉默的身体共同催生出了“耻”，让库切不能轻易对苦难之后的道德和解

进行文学想象。

由于关注种族他者在南非社会的遭遇，库切的作家主体性也受到了他者

面容的击打，让他开始思考自己作家身份的合理性。库切不把自己看作是预

言者、真理言说者或社会导师，不认为作家具有权威性。反而，他对自己的

作家身份感到了“耻”，即作家之“耻”。蒂莫西·贝维斯（Timothy Bew-
es）认为，南非白人作家要对南非历史做出批判性的文学回应本身就是一种

“耻”。在复杂的伦理境况中，写作仅有在背叛那种复杂性的情况下才是可

能的。“耻”对库切而言既是义务又应受谴责，是不可能的，又是不能够避

免的。而南非白人在种族主义中的共谋又让作家的道德境况更具有自我审视

的意味。所以，库切的作品一直暗中为以下三个问题感到困扰：在意识到写

作与想要结束的事物有共谋性的前提下，如何有良心地去写作？如何在意味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6.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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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公正的情况下写作，并且宣称写作与个人作为作家的职业能够免除于不

公正？如何去辩解写作中隐藏的至高无上的专横性质。1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

够书写的能力就是库切为作家身份感到“耻”的原因。2

库切没能在他的创作中寻找到伦理和解的方法，也未能从他者那里获取

消除自身存在焦虑的能力。在对库切早期小说的评论中，多数认为他没能展

示出各种历史力量斗争的清晰图景，或没有建立任何对于殖民主义或种族隔

离的伦理导向。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批评库切在《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1983, 下文简称为《迈克尔·K》）

中没有想象出一种解决方式。3 但戈迪默持批评态度的原因是她拥有和库切不

同的作家观。在 2002 年在国际作家组织 PEN 的讲座上，戈迪默说道：“因

为我曾是一个作家〔……〕我成为了我的社会中未被发声的人的见证人”（qtd. 
in Bewes 140）。但这对库切是难以想象的。戈迪默的宣言在声称自己的写

作具有伦理性和政治性的同时，也暗含了例外和开脱罪责的请求。她假定了

人类意识中的伦理基础，将对认识的纠正和改善视作伦理计划，但库切更警

惕作家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例外。库切的写作是对自我特权和共谋身份的一

种“自我诊断”。4 他严厉地质疑作家通过写作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合理性，拒

绝把自己定位为旁观的见证人。但是，身为作家的他不可能对社会上的现象

视若无睹。出于普遍的伦理责任感，库切选择以自己的立场去写作。5 作家之

“耻”正是在写作的先验命令和应受谴责的写作特权之间的张力中产生的。

二、整体的道德沉沦：共谋之“耻”

库切关注人在特定境遇下的疑惑和行动上的停滞，正视苦难的残酷和人

们在苦难形成中的共谋。6《等待野蛮人》呈现了不平等环境下的共谋问题。《等

待野蛮人》从老长官对乔尔上校的抵触出发，讲述以乔尔上校为代表的帝国

1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7, 139, 150.
2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
3  参见 Nadine Gordimer, “The Idea of Gardening,”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
H1420001763/GLS?u=sichuan&sid=GLS&xid=96ce1c54, Accessed 6 Jan. 2025.
4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0-141.
5  库切认为作家有两种责任。一是社会、社会的灵魂、社会的希望和梦想强加给作家的

一种义务。二是作者的本性，即良心。库切倾向于称第二种责任为一种命令，即先验的命令。

参见 J. M. Coetzee,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avid Attwell,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40.
6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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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心态和严刑拷打对老长官的精神打击，以此展现博爱在病态环境下的缺

失。老长官作为帝国体系里的一员，在边陲小镇里过着清闲的日子。他对生

活在荒野中的野蛮人是温和的，并不去征服他们。然而，这一切在乔尔上校

到来后就改变了，他严刑拷打了被偶然逮捕的两个野蛮人。尽管他们并未参

与野蛮人的抢劫活动，只是在附近求医看病。乔尔怀疑他们与最近野蛮人要

集结起来攻打帝国的传闻有关，坚持要审问他们。没过多久，老人被拷打致

死，男孩则受了重伤。老长官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惋惜，但乔尔对这样的审讯

不以为然，他相信只有疼痛才能使真相浮出水面。

老长官经历了没有结局的伦理事件。在老人和小孩被拷打之后，老长官

猛烈地觉察到自己间接参与其中的共谋性。当意识到可能发生了惨剧时，他

不自觉地为自己辩护：

后来人们声称从粮仓听到了尖叫声，但我什么也没听到。那天晚上

的每一刻，当我开始我的工作时，我都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的耳朵

甚至会听到人类痛苦的音调。但是粮仓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门很重，窗

户很小。它位于南区的屠宰场和磨坊之外。曾经是前哨，然后是边境的

堡垒，现在变成了一个农业定居点，一个拥有三千人的城镇，生活的喧

嚣，这些灵魂在温暖的夏夜发出的喧嚣，并不会因为某处有人在哭泣停

止。（在某个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的理由辩护。）（9）1

但道德感依旧引导老长官去了解真相。他打着灯走进了谷仓，看到了被

折磨后虚弱无力的男孩。他想到：“我感到我的心变沉重了。我从未希望被

牵扯进这种事情。它将在何处停止，我不知道”（12-13）。自此，老长官的

良知开始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上风。他照顾了一个看不见的瘸腿女孩。她

的父亲死于拷打，流落街头时被老长官发现。后来，老长官亲自护送这个女

孩回到了她的部落，但在回到小镇后却被判了通敌罪，被囚禁了起来。老长

官的行为表露了他内心博爱意愿的生发。他听见了犯人被拷打的叫喊声，这

声音不仅击打了他的良知，也击打了他对自己的认知。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

独立和自足的个体了。从自己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到想要盖住耳朵，好不听见

任何暴力的声响，他内心的自我防护罩已经被击溃，他不能再将自己隔绝在

他人的苦难之外。2

库切让老长官去审视自己生活的共谋性，突破帝国/野蛮的二元对立。老

1  本文有关《等待野蛮人》的引文均来自 J. M. Coetze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

出自笔者拙译。

2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M.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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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对盲眼女孩的关照也已经超出了他所处的位置能够做到的极限。不过，老

长官的转变停留在了伦理困惑的状态。他虽然对帝国有质疑和反思，但囿于

帝国的认识体系，难以逃脱帝国历史施加于他的思想重负，更不可能摆脱他

代表帝国的身份。而对盲眼女孩来说，作为帝国官员的老长官帮她洗脚实际

上是令她感到恐惧的事件，是她所遭受的拷打的一种变形。后来，老长官也

发现自己与乔尔并无本质差异。“我是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却是

帝国在凛厉的风吹起时的真相”（181）。

在帝国偏执猜疑的思想形态中，老长官以法律为行事审判的标准。他

却无奈地觉察到帝国的法律仅仅出于维护帝国的利益。当面对弱势者的“错

误”时，法律就成为了欺压的工具。因此，老长官总会在他做出不公正的审

判后良心不安，并感到羞耻。老长官是一个无力的主体。他处于帝国历史迷

宫的中心，不会找到指引他取得根本性伦理转变的方向。尽管他冒着风险把

盲眼女孩送回了部落，但他仍然属于帝国。他不能对自己陷入的困境以及这

个自己共同参与其中的，针对野蛮人的阴谋发表权威的意见。由此也可看出

老长官在面对他异性事物时理解力上的缺失。这部作品展现的不是已经获得

的知识，而是想要去获得知识的意图；展现的不是理解的结果，而是理解的

过程。到最后，老长官也没有得到任何对于一切确定的解释。1 在小说结尾，他

失落地想到，“像现在的其他事情一样，我觉得很愚蠢，就像一个早已迷路

的人却还要沿着一条无路可走的路走下去”（207）。

小镇的居民是被帝国的敌对意识所奴役的去主体性的群体。一开始，从

帝国中心传来了关于野蛮人开始攻击的传闻。经过一些小事件的发酵后，帝

国决定在战争开始之前采取防备性的措施。这种集体不安的情绪很快在普通

人的身上变成了偏执的幻想：“没有一个住在边境的女人没有想过一个黑色

皮肤的野蛮人从床底下抓住她的脚踝，没有一个男人没有想过野蛮人会在他

的家里捣乱，打碎盘子，烧毁窗帘，强奸他的女儿而不受到惊吓”（14）。在

乔尔抓捕了一些并不能被证明为要对帝国展开突袭的野蛮人之后，民众的狂

欢达到了极点。他们在广场上喊叫着，争抢武器去殴打这个被塑造出来的敌

人。在出发征讨野蛮人的部队迟迟未凯旋归来时，他们只能费力地讨好留守

在城里的士兵。最后，部队放弃留守边境，这些居民只能收拾家当，结伴逃

难而去。

居民们从未思考过野蛮人是否真的会攻击他们，未在受拷打的野蛮人身

上看到与他们相同的人性。他们任由帝国控制自己，又莫名地憎恶野蛮人。他

们的恐惧甚至让他们放弃了家园。《等待野蛮人》展现了整体的道德沉沦。帝

1  参见 Mike Marais,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Lawrence J. Trudeau, 414 (2017),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H1100123398/GLS
?u=sichuan&sid=GLS&xid=0c213220, Accessed 6 Ja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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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任意性 1 的历史造就了大多数人的无知盲从。而小说中清醒的老长官限于帝

国的思想体系却不能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他只能被裹挟在帝国的“摇篮”之

中，等待不知何时会结束的历史。他发现，即使为野蛮人受到的拷打疾呼，自

己也无计可施，依旧迷失在历史迷宫之中。

三、沉默的身体：超越之“耻”

除了整体的道德沉沦，库切在他的小说中还持续再现沉默的身体。这是

一种不能也不愿在小说里超越苦难现实的写作旨意。库切看到了人性被暴政

和强权损害扭曲，但囿于个人的局限性而对他人的苦难保持着距离。在写作

中，身为作家的他主动取消了对他者的阐释权力，让他者处于不可接近的状

态。所以，他的作品多体现出断裂和未完成的面貌，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仿佛

迟迟不能达到某种澄澈和谐的宁静。库切没有在小说里展示超越，即使人物

产生了某种类似的欲望，最后也不能实现。一方面，他在文学中书写恶与苦，毫

无保留地袒露间接共谋者的“耻”；另一方面，他始终让和解的欲望悬置。他

发现以往的创作中对于超越的追寻往往会和某些未能言明的企图勾连在一

起，这些企图有时恰恰造成了文学中呈现的苦难。

作为苦难的旁观者，有忏悔意识的同谋者如何去面对被压迫群体？求助

于形而上学暗含着视角的转移，潜藏着对苦难的轻视和消解。当写作主体有

义务去表达立场却发现自身的空无和缺乏时，“耻”就会出现。在个体认知上，它

是自我认识和自我经验不符造就的情感后果，是自我的中断和自我内部的他

者性。2

“耻”不能也不应该被写作祛除。对库切来说，守住“耻”，悬置也许

会到来的伦理和解是一种写作正义，这样就保存了处在历史瞬间里个人内心

的真实状态，以及对他者生命的尊重。在美学上，对于库切来说“耻”是情

境化的经历。当库切表示自己的作品对于苦难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抵抗时，意

味着作家对于其艺术失败的表述。3 这样一来，库切的作品就将自身维持在

“耻”的不足形态中，以至于主体性缺失在文本中的表征就成为了静态的价值。4

这是小说在面对自身美学与伦理张力时采用的补偿性手段。小说必须失败，必

须丧失总体性和完整性，以换取伦理上的正当性。所以，库切小说里的绝对

1  小说中多处提到，野蛮人并不想与帝国交战，他们只想拥有安定的生活。帝国对野蛮

人的偏执幻想则是基于某种任意性的评断，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库切凭此解构了大历史叙

事的冠冕堂皇。它声称的必然性实际上只是任意性。

2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4.
3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
4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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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与人物浓重的困惑心理，不可和解与无法安慰的状态就成了库切必须去

维持的风格。他的小说不在于从历史中得到心理上的疗愈，而是在历史面前

保持不可和解，无法安慰的状态。1

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切呈现绝对他者是试图定格流逝瞬间里的沉重躯

体，并以疏离感来转喻他们受到的伤害。他的伦理学建立在承认一个人对另

一个人的无知，承认另一个人的他异性的基础上。2 他作品中那些承受不公的

弱势群体在不同的程度上均可视为极端的他者，他们不能被言语容纳，更拒

绝被小说作者“翻译”。他（它）们身体上的残缺更凸显了苦难历史的物质性。例

如，星期五若隐若现的被阉割的伤口和没有舌头的口腔；蛮族女孩瞎了的眼

睛，走路时蹒跚的跛脚；迈克尔·K 因饥饿和逃避官兵而异常消瘦的躯体；

动物因疾病而肿胀的生殖器官等。库切没有以貌似更高更合理的观念去否定

或转化这些痛苦，而是保留自我与他者的距离。他们的身体存在表明了一段

无法哀悼、无法言说的历史，一段拒绝被翻译成文字或被语言召唤出来的物

质历史。3 库切对于沉默的坚持是他的写作伦理选择和抛弃作家权威的体现，是

为了不对人物做任何随意或是强迫的处理，从而达到一种文学正义。

库切的小说《迈克尔·K》立足于崩裂的社会上，展现人们面对苦难和他

者的局限。迈克尔在战乱年代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营地，以禁食和沉默拒绝接

受改造营对他的医治。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库切加入了医疗官这个人物，并

让后者对执意禁食的迈克尔产生兴趣，试图了解他禁食的原因。作为国家机

器的一员，医疗官的持续关注反而增加了迈克尔的抵抗。医疗官对迈克尔的

理解是误读，迈克尔成为了他眼里的“白痴”、“非人化的石头”和“能听

见神意的人物”。4 面对迈克尔的执拗，他带着救赎者的面具说着国家规训的

话语，劝迈克尔不要再禁食，即使他知道自己并不能真正解救迈克尔。“事

实是你会默默无闻地死去，被埋在赛马场角落一个无名的洞里〔……〕除

了我，没人会记得你，除非你屈服，并最后张开你的嘴”（Coetzee, Life & 
Times 208）5。医疗官要求他逐渐增加胃口，获得充足的体力的医学劝告是为

了让他回到政治话语对他的分类，从而进行体力劳动。当迈克尔宣称自己不

在这场战争中时，他十分气恼地说：“这个营地是用来改造像你这样的人，并

1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24.
2  参见 Pieter Vermeulen, “Being True to Fact: Coetzee’ s Prose of the World,” J. M. Coetzee 
and Ethic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edited by Anton Leist and Peter Sing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4.
3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26.
4  库切也通过一个细节暗示了医疗官对迈克尔的误解。他一直将后者称为“迈克尔斯”，

这个错误的称呼直观地体现了二人的隔阂。

5  本文有关《迈克尔·K》的引文凡未特殊注明，均出自笔者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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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工作的！你要学会填沙袋和挖坑，我的朋友，直到你的背折弯！如果你

不配合，你就会去一个比这里更糟糕的地方！”（Coetzee, Life & Times 189）
在此处，医疗官的话语和国家话语重叠，二者本质上都在功利性地对待迈克

尔这样弱势和边缘化的人，肆意“改写”他们的意志。因此，在迈克尔的顽

抗面前，医疗官带有愤怒的语气说道：“我们都翻过边沿掉进了历史的大锅里：

只有你，追随你的白痴之光，在一个孤儿院里等待着你的时代（谁会把那儿

看成一个藏身之地？）〔……〕”（Coetzee, Life & Times, 207）；“他像一

块石头，一块鹅卵石，从时间伊始就安静地躺在地上，想着自己的事〔……〕

对它周围几乎一无所知，包裹在自己和自己的内部生活之中〔……〕”（Coetzee, 
Life & Times 185）。这些话语显示出医疗官站在了压迫者的一方，他不把迈

克尔看作是实在的人，而是给当局的群体归类造成麻烦的“白痴”。

当发现自己被战争变成了“囚犯”时，医疗官又将迈克尔当作追随神意

的不凡之人，开始向往迈克尔的野外生活。他幻想自己追随迈克尔的脚步离

开营地，并对他说：“你不仅是另一个病人，不仅是这场战争的另一个伤者，不

仅是这个由牺牲铸成的金字塔上的另一块砖〔……〕迈克尔斯，但是你是一

个伟大的逃跑艺术家，伟大的逃跑者中的一员：我向你脱帽致敬！”（Coetzee, 
Life & Times 228）但直到最后，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对迈克尔有充分到位的认

识，仍然在心里不断呼唤迈克尔回答他的疑问。医疗官对迈克尔的矮化和神

化均忽视了迈克尔本人。无论是“石头”“白痴”，抑或是“能与神沟通的

人”，医疗官的阐释是超越对象本身的误读。在他受局限的视野和知识体系

中，医疗官没能意识到迈克尔这样的人会产生的批判意义。迈克尔通过破坏

性的沉默展现出伦理责任和政治意图之间的矛盾。他不能被轻易地归入某些

简单的叙述里，不能被简化。医疗官和他的互动显示了伦理怎样超越政治，同

时避免被简单的判断、理解和并入到政治估算的过程。1

这部小说想要表达的是，面对坚硬的身体和切实的存在，国家政治的话

语、宗教的话语和医学话语都不能把实在的对象笼络到固定的范围内，因为

任何狭窄的视角和话语都会将受难的事实切割、简化，最后消解 / 升华为不同

的事物。库切通过对绝对他者和受难身体的展现，强调历史事件的物质性。这

种对当下和身体的“粘滞”是他小说中“耻”的呈现。他拒绝用超越性的理

念来驱散眼前的苦难景象，而是用集体性共谋，以及始终面向个体的写作信

念指引自己，从而形成了他小说中浓烈的“耻”之氛围。小说中伦理和解的

无尽推延实际上是他自身一直面临的伦理难题，而该问题在整个西方思想史

中去主体主义的哲学思潮和具体历史事件的笼罩下又获得了一种代表性。库

切的小说是对“历史的身体”的接入，不仅仅是国家史和民族史、也是微观

1  参见 Duncan McColl Chesney, “Toward an ethics of silence: Michael K,” Criticism 3 (2007),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A330005662/GLS?u=sichuan&sid=GLS&xid=d68c6
ad7, Accessed 6 Ja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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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血有肉、被损害与被忽视的个人史。虽然库切否定自己作为白人作家

去为受难他者代言的合法性，也不在小说里构建某种最终的真理和完全的个

人解放；但是他从自己的历史位置出发，通过文学想象担负起了历史再现的

艰难事业，让“小说的失败”和伦理未决成为了一种文学正义，用悬置的伦

理选择展示了人对于道德和善恶是非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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